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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流行的消费和储蓄理论把消费和储蓄的决定因素仅仅归结为收入，然而，无论是绝对收入决

定论，还是相对收入决定论和持久收入决定论，都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消费同时还是劳动力的

再生产。由于没有考虑劳动力再生产，把消费、储蓄的决定看作与生产、再生产无关的事情，就会使这些
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被低估。与西方经济学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消费是社会再生产过程
的一个重要环节，消费同时也是劳动力的再生产，因此，不能脱离劳动力的生产、再生产来说明消费和储
蓄的决定。本文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考察居民消费和储蓄与劳动力再生产之间的关系，对居民消费储
蓄的决定和变动规律做出新的解释，并结合我国实际，分析劳动力再生产费用的过快增长造成的居民消

费储蓄行为的扭曲，探讨消除这种扭曲、合理引导消费和储蓄的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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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的消费和储蓄理论都可以归结为收入决定论，只是对收入的解释不同而已。而各种形式的收
入决定论都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消费同时还是劳动力的再生产。由于没有考虑劳动力再生产，
把消费、储蓄的决定看作与生产、再生产无关的事情，这自然降低了这些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消费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消费同时也是劳动力的再生产，因此，不

能脱离劳动力的生产、再生产来说明消费和储蓄的决定。本文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考察居民消费和储
蓄与劳动力再生产之间的关系，对居民消费储蓄的决定和变动规律做出新的解释，并结合我国的实际，

分析劳动力再生产费用过快增长造成的居民消费储蓄行为的扭曲，探讨消除这种扭曲、合理引导消费和
储蓄的政策选择。
一、消费、储蓄与劳动力的再生产
流行的消费和储蓄理论总是假定消费和储蓄与收入之间存在稳定的函数关系，强调收入在消费储

蓄中的决定作用。但对决定消费储蓄的收入有不同的理解。绝对收入决定论强调当前收入在家庭消费
和储蓄中的决定性作用，相对收入决定论强调相对收入在家庭消费和储蓄中的决定性作用，持久收入决

定论则强调持久收入在家庭消费和储蓄中的决定性作用。然而，无论是绝对收入决定论，还是相对收入
决定论和持久收入决定论，都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消费同时还是劳动力的再生产。不考虑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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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再生产，把消费、储蓄看作与社会生产、再生产无关的事情，就不能对消费储蓄行为及其变动规律作出
符合实际的科学解释。
家庭可支配收入要在用于当前消费还是用于储蓄之间进行选择，用于当前消费和储蓄的比例，无疑

会由于家庭消费习惯、消费偏好和消费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家庭的消费储
蓄行为没有任何规律可循。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消费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行为，而是与生
产相联系同时受制于生产的行为，因为消费同时就是劳动力的再生产，居民消费和储蓄主要是家庭考虑

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而选择的结果。
劳动力是社会生产的一个要素，家庭要通过消费生产、再生产出社会生产需要的劳动力要素。因

此，家庭消费和储蓄行为既要考虑收入及其变动的预期，同时也要考虑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的消费
资料的平均范围及其变动预期。收入及其变动预期与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平均范围
及其变动预期是决定家庭消费和储蓄的两个基本经济因素。
劳动力的再生产就是对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进行消费的过程，劳动力生产、再生

产所需的生活资料包括满足当前维持劳动力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满足劳动力繁衍后代所必需
的生活资料和劳动力学习文化、技术等提高自身素质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所谓消费就是劳动者消费这
些消费资料再生产劳动力的过程。只有满足家庭对这些消费资料的消费需求，才能生产出满足社会生
产需要的劳动力要素。而生产、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和种类，在不同国家、同一国家
的不同发展阶段都是不同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由于一个国家的气候和其他自然特点不同，食物、
衣服、取暖、居住等等自然需要也就不同。另一方面，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
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物。”［1］马克思同时还认为，在一定国家，一定时期，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必要
的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是一定的。由于劳动力是社会生产的一个现实要素，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必
须满足社会再生产的需要，否则就不能作为现实生产要素与生产资料相结合进行生产，因此，劳动力再

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平均范围在这个意义上是由社会决定的、在一定时期生产、再生产所需的生活资
料平均范围一旦确定，就成为人们确定劳动力再生产支出的一个客观社会标准。决定家庭收入的因素，
对不同家庭来说是不同的，不同家庭收入的差别取决于不同家庭所拥有的生产条件状况和再分配收入

的多少，家庭拥有生产条件多和再分配中获得的再分配收入多，家庭收入就多，反之，家庭收入就少。而
生产、再生产劳动力所需的必要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的决定显然具有一定的社会性，且生活资料的平均
社会范围的决定受制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要的消
费资料的平均范围将会扩大，社会劳动力再生产的消费支出会随之增加。当前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消
费资料的平均范围扩大或费用增加，相应会增加家庭当前的消费支出，未来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消费资

料的平均范围扩大或费用增加则会增加储蓄。因此，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是影
响家庭消费与储蓄的一个重要变量。
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展的，它既受制于生

产力发展状况，也受制于生产关系的状况。劳动力的生产、再生产是社会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
要同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同时也要与生产关系再生产相适应，通过劳动力的生产、再生产，生产出与物
质资料生产相适应、与生产关系性质和要求相符合的劳动力要素。因此，社会范围内劳动力生产、再生
产所需的生活资料的范围总是被限定在物质资料生产和生产关系允许的范围内。在物质资料生产水平
一定的条件下，社会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会随着生产关系的改变而改变，从而
强化或弱化社会范围内的消费和储蓄能力。这对于理解我国改革过程中居民储蓄的变化有很大意义。
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使广大社会成员处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面临着很大的市场竞争风险和经济不确定

性。居民为应对这种风险和不确定性会选择增加储蓄，这是我国居民高储蓄率的原因之一。
劳动力生产、再生产过程中不仅有一个消费资料平均范围的扩展问题，而且有一个质量提高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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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不断提高，只有再生产出质量符合社会生产要求的高素
质劳动力，劳动者才能成为现实的生产要素。提高劳动力素质，意味着劳动力再生产在扩展其所需消费
资料平均范围的同时，对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消费资料的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显然，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并非取决于个别家庭收入的状况，它的决定带

有一定的社会性。家庭消费和储蓄不仅受到家庭收入因素的影响，而且受社会决定的劳动力生产、再生
产所需生活资料平均范围及其变动的影响。尽管不同家庭的收入多寡是不一样的，但他们都存在一种
倾向，即力求根据社会决定的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进行劳动力的生产、再生产，
即便低收入家庭也总是力图达到社会平均范围，这种倾向使得低收入家庭的储蓄倾向通常低于高收入

家庭。从社会层面看，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总是不断扩大的，但扩展的速度在
不同发展阶段是有差别的，与收入增长速度也不一定是同一的。有时收入增长速度可能高于生活资料
社会平均范围扩展的速度，从而导致社会储蓄率的提高;也可能收入增长速度低于生活资料社会平均范

围扩展的速度，从而引起个人或家庭储蓄率的下降。对不同家庭而言，也是如此。收入增长高于生活资
料社会平均范围扩展的家庭，其储蓄率就高;收入增长低于生活资料社会平均范围扩展的家庭，其储蓄

率可能就低，甚至是负储蓄。因此，消费或储蓄的变动尤其是长期变动不能只用收入因素来解释。
家庭在支配收入过程中，自然还要考虑到劳动力生产、再生产过程相对有利的情况和相对不利的情

况，尽可能确保劳动力生产、再生产过程中收入在消费与储蓄之间的均衡分配。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
义社会，劳动者的工资只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出于自己的远见和明智而要把

对劳动有利的时间和不利的时间均衡起来，即在工业变动的周期循环中这样支配自己的工资，就是使他

们的开支实际上永远不超过最低工资，不超过最必需的开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的收入不再局
限在劳动力价值范围内，但劳动者依然要把对劳动有利的时间和对劳动不利的时间均衡起来，并按照这

种均衡的要求支配他们的收入。因此，家庭储蓄还要受劳动力再生产周期内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影响。
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消费资料的平均范围和这些消费资料的价格共同决定着劳动力再生产的社

会成本。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成本和收入从不同方面影响家庭消费储蓄的行为和消费储蓄选择的结
果。由于对于不同家庭，收入增长和劳动力再生产社会成本的增长受不同因素影响，家庭收入增长并不
能满足家庭劳动力正常再生产的需要时，就会通过透支未来收入来满足其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在这
种条件下，家庭消费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当前收入支持的消费，另一部分是金融支持的消费。因此，
社会提供的金融支持程度或信用发展程度会直接影响家庭消费支出的增长。
当然，居民的消费和储蓄行为，短期内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通货膨胀、利率的变动等，但从长期

看，居民消费储蓄倾向主要受收入和劳动力再生产社会成本变动的影响。由于劳动力再生产社会成本
或费用的决定带有一定的社会性，因而居民消费和储蓄具有一定的社会规定性。
二、流行的消费和储蓄理论的局限性
西方经济学中家庭消费和储蓄行为理论主要集中在收入与消费和储蓄之间关系的考察上，尽管不

同学者对收入的理解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消费和储蓄的决定性因素归结为收入，因而也

称为收入决定论。西方的收入决定论包括绝对收入决定论、相对收入决定论和持久收入决定论等。这
些理论从不同角度考察了收入与消费和储蓄之间的关系，但由于它们脱离劳动力生产、再生产问题，用
单一收入变量解释消费和储蓄的变动，因而对现实缺乏解释力。
绝对收入假说首先是由凯恩斯提出的，之后为詹姆士·托宾和 A·史密斯等继承和发展。① 绝对

收入假说认为，“家庭储蓄直接依赖于当前可支配收入( 支付直接税后的家庭收入) ，并认为当前可支配
收入的储蓄倾向与收入增长是一致的。”［2］绝对收入假说强调了当前收入对家庭消费和储蓄的影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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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分析短期储蓄行为有一定参考价值，但它并不适用于家庭储蓄的长期分析。短期内，由社会决定的生
产、再生产劳动力所需的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是确定的，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因此，收入增加通常造成储
蓄倾向的提高。然而，情况并不总是这样，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的生活资料平均范围一旦发生重大
变化，生产、再生产劳动力所需的费用可能快速增长，甚至超过收入的增加，从而导致储蓄倾向的下降，
引起储蓄量相对甚至绝对减少。储蓄率的变动从长期看取决于收入变动与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的
生活资料平均范围的变动情况，绝对收入假说把后者排除在家庭储蓄行为的分析之外，使其不可能适用

于长期分析。此外，生产、再生产劳动力所需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以及生产、再生产劳动力的社会成本
或费用并不完全取决于单个家庭的收入水平，其在一定意义上是由社会决定的，具有社会规定性，因而

不同家庭收入与储蓄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绝对收入假说要在家庭收入与消费和储蓄之间建立
起单调的函数关系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国家的储蓄率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下
降，如美国等，即高收入国家储蓄率并不一定比低收入国家高，如果不联系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生活
资料平均范围的变动，这是难以得到科学解释的。
与绝对收入假说不同，相对收入假说①认为，个人和家庭的消费和储蓄不仅取决于当前收入，而且

取决于以前的收入水平和消费习惯。它否定了绝对收入假说的两个基本假定，即每一个家庭的消费和
储蓄行为不受其他家庭的影响，消费支出具有可逆性。这一假说认为，家庭消费和储蓄行为并不是孤立
的行为，而是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因此，不仅受家庭自身收入的影响，而且受其他家庭消费和储蓄行为的

影响。消费具有示范效应，并通过示范效应引起家庭消费的相互攀比和模仿，从而使消费和储蓄的变动
独立于绝对收入水平。相对收入假说认为家庭消费和储蓄并不是孤立的个人或家庭的行为，承认家庭
消费和储蓄行为的社会性，并试图解释这种社会性，但它的解释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不可否认，消
费存在一定的示范效应，但这种示范效应脱离生产、再生产劳动力所需生活资料平均范围是不能得到科
学解释的。示范效应对消费和储蓄具有一定影响，但影响的程度仅是示范效应本身，并不能全部反映，
同时消费的示范效应更不能解释储蓄的长期动态变化，不同国家储蓄率的差异也不能用示范效应强弱

来说明。此外，相对收入假说的分析是以假定收入分配保持不变为条件的。按照相对收入假说，当收入
分配趋于均等时，每一收入水平上的家庭所受到的“赶上别人家庭”的压力会减弱，示范效应因此受到
影响，结果所有家庭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会下降。按照这个逻辑，收入的均等分配会导致储蓄的增
加，但实际上并非必然如此，由于家庭储蓄取决于收入及收入增长预期和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生活
资料平均范围及其变动的情况，因此，收入的改变是增加还是减少储蓄，取决于上述两组变量对比的情

况。在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没有变动的情况下，上述意义上的收入分配的变动
不会对整个家庭储蓄产生大的影响，而在生产、再生产劳动力所需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快速扩大，相应
生产、再生产劳动力社会成本或费用也快速增加时，则会引起储蓄的增加。因此，不能脱离收入和劳动
力生产、再生产所需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以及因此受到影响的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成本或费用来说明
家庭部门消费和储蓄的变动情况。
与绝对收入论和相对收入论着眼于家庭“现行收入”并借此解释消费和储蓄行为不同，弗里德曼用

持久收入来解释他的消费函数理论。在弗里德曼那里，持久性收入“被解释为有关的消费者单位所认
为是持久的中数平均数的收入，这个收入又依赖于其眼界和远见”。［3］在弗里德曼看来，如果把社会看
做一个整体，那么，其持久收入“就可以看作是当前测得收入和过去测得收入的加权平均，并根据稳定
的长期趋势而向上调整永久性收入，而时间越早的测得收入的权重越小”。［4］弗里德曼认为，持久消费
和持久收入之间存在一个固定的比率，这个比率的大小不依赖于持久收入的多少，而是取决于利率、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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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相对收入假说是由美国经济学家 J·S·杜森贝提出的，参见 J·S·杜森贝的《收入、储蓄和消费者行为理论》，哈佛大学出版
社，1959 年版。



人力财富与收入的比率以及影响消费单位在当前消费与积累资产之间的偏好等其他因素，如收入的不

确定性、消费单位的年龄及其特征、种族或国籍等文化因素的客观指数等。人们的消费和收入中的暂时
性部分与持久性部分互不相关，而且暂时性消费与暂时性收入也互不相关。按照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
理论，持久消费是持久收入的一个常数比率，持久消费不随现行收入的改变而改变，这意味着当平均消

费倾向表现为对持久收入的比率时，在家庭收入的所有水平上，各家庭的平均消费倾向是相同的;这意

味着，在家庭收入的所有水平上，各家庭的平均储蓄倾向是相同的;富人和穷人在他们的收入中，以同样

的部分投入储蓄。［5］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不再把消费和储蓄与当前收入相联系，而与持久收入相
联系，同样不能摆脱理论上的困境———很难想象暂时或短期收入增加对消费不产生任何影响。最重要
的是，他没有认识到劳动力再生产与消费储蓄之间的关系。消费和储蓄的比例不仅受收入因素的影响，
而且受劳动力再生产费用变动的影响，而劳动力再生产费用的变动并不完全受个人收入的支配，它的决

定带有一定的社会性，生产越是社会化，劳动力再生产费用的社会性就越强。忽视消费是劳动力的再生
产，把消费和储蓄看作与社会生产无关的事，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自然缺乏现实的解释力。
三、基于劳动力再生产视角的消费储蓄政策选择
居民消费和储蓄虽然受多种因素影响，但收入和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成本或费用是决定和影响居

民消费和储蓄的两大基本因素。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增长主要受到这两方面因素的限制。
居民消费需求增长在收入方面的限制，主要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会降低居民平均消费倾向，限制

消费需求的增长。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这里不再赘述。
居民消费的另一限制因素就是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成本或费用的过快增长。劳动力再生产费用并

非完全由单个劳动者自身收入状况决定，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社会决定的劳动力再生产必需的消费资料

情况。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消费资料可以分为日常用一般消费资料和耐久性消费资料，前者如日常
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消费品，后者如住房、教育、医疗等。劳动力再生产费用会随着这两方面生活资料支
出增加而增加。在收入既定的条件下，如果后者价格过快增长，就会造成居民在这些消费资料方面的支
出过快增加，相应抑制一般消费性支出，同时由于推高了社会标准的劳动力再生产社会成本或费用及其

预期，将出现为应付未来费用增长而实施强迫性储蓄，由此造成劳动力再生产和消费储蓄行为的扭曲，

并带来严重后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居民所需要的消费资料的平均范围不断扩展，人民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然而，从劳动力再生产的角度看，出现了由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价格过快增长引起的劳动力
再生产费用过快增长的问题，我国消费增长乏力、( 见图 1、2) 储蓄率居高不下，概与此有关。
住房本质上是消费品，并且是一种特殊的消费品，具有不可替代性。近年来，住房的消费品属性被

忽略，越来越多的人当其为投资品，通过投资房产牟利。这一领域的过度金融化，推动了房产价格不断
上涨，［6］尤其是一、二线城市房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居民购房支出负担增加，自然会挤压一般性消费。
同时，房地产领域吸引着大量的居民储蓄流入，房产已成为居民持有储蓄的重要资产形式，居民收入很

大程度上用于房产，过量透支未来收入，限制正常的消费增长。住房、教育、医疗等消费资料平均范围的
扩展和价格过快上涨引起的劳动力再生产社会成本过快上升，无疑成为推动我国工资增长的重要因素。
人们自然地把自己的收入与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特别是购房支出相比较，房价成为要求提高收入的重

要原因。而如果适应房价提高收入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扭曲，对生产造成不利影响，例如引起社会生产成
本的过快上涨，并引发连锁反应。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进程中，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成本快速上升会成为我国城市化

发展的严重障碍。由于居住成本高，落户城市的成本陡升，人口城市化的难度随之增加。由于城市房价
高企，大量农村务工人员不能实现城市化，大部分农民工在城市打工需要租房，同时农村房屋闲置，这不

仅限制了他们的消费需求，而且造成多方面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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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0—2016 年住户部门消费增长率(单位:% )
数据来源:中国资金流量表( 实物交易) 。①

图 2 2000—2016 年住户部门最终消费占可支配收入比重(单位:% )
数据来源:中国资金流量表( 实物交易) 。

我们知道，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消费资料会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而不断扩展其范围，同时劳动力

再生产对所需要的消费资料的质量会提出更高要求。开放条件下，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由
于能够通过国际市场来购买，因而国内消费市场会由于本国居民的国外购买行为而受影响。由于发达
国家在一些消费品领域的生产上居于领先地位，国内生产的一些消费品缺乏对国内消费者的吸引力，他

们的消费愿望在国内难以实现，因而转向国外购买，从而导致消费力的国外转移和消费需求的外溢，这

无疑会抑制国内消费市场的发展。可见，开放条件下，劳动力再生产具有国际化的意义，也就是说，劳动
力再生产所需要的消费资料能够通过国际市场购买来实现，如果本国消费资料生产缺乏竞争力，缺乏质

量上的可靠性和吸引力，国内消费力自然就会转向国际市场，国内消费市场会由于这种消费力的外溢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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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资金流量表( 实物交易) 每隔两年在《中国统计年鉴》上公布一次，收稿时 2018 年中国统计年鉴尚未出版，而 2017 年中国
统计年鉴只更新到 2015 年的数据。



国际消费品对国内的替代而萎缩。近年来，国内居民出国旅游购物，在国际上表现出惊人的购买力，与
国内消费市场清淡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这说明，国内能否生产出满足人们需要、质量过硬的消费品，
决定着潜在消费需求能否转化为现实消费需求，缺乏这种生产能力，国内潜在需求必然转化为国际市场

的现实需求。这是我国国内消费品市场增长缓慢的原因之一。
正确引导居民消费，合理分流居民储蓄，需要从收入和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成本两方面入手。从收

入方面看，主要是控制收入差距，以提高居民的整体消费倾向。在初次分配领域，要控制生产条件分配
不公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再分配领域，要逐渐实行统一的国民待遇，加强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
节。这方面已达成社会共识，无需多说。这里主要分析第二个方面，即从劳动力再生产的角度看，为引
导居民消费，合理分流居民储蓄。
一是，要控制住房、教育、医疗价格上涨引起的劳动力再生产社会成本或费用的过快上涨，以释放一

般性消费需求。现阶段，房价是影响劳动力再生产社会成本或费用的最突出的因素。住房不同于一般
的消费品，影响不止一代人，且住房商品没有替代品，住房商品消费的社会决定性更强，因此，它对劳动

力再生产的影响是持续的、长期的。住房等方面支出过快增长挤压了一般性消费性支出，这是我国消费
需求不振的重要原因。通过控制住房等价格影响劳动力再生产费用的过快增长，有助于推动劳动力再
生产的顺利进行，调整扭曲的家庭支出结构，释放正常的消费需求，同时避免由此引起的劳动力再生产

社会成本或费用的过快上涨带来的多方面不良后果。控制房价的过快上涨，关键要控制住房领域的过
度金融化。过度金融化是我国近些年资产价格上涨过快的主要原因，也是我国出现“脱实向虚”倾向的
主要推手。与一般实体经济相比，住房领域更易于过度金融化，金融化对房地产发展的影响更为直接和
强烈。各国实践证明，金融化容易在房地产领域过度发展并最终导致资产泡沫化。在我国现阶段，金融
化推动房价过快上涨不仅造成劳动力再生产社会成本上升，而且必然导致金融风险累积。为此，需要严
控房地产领域的金融化，防止对住房投资或投机的金融信贷支持。
二是，强化消费品生产能力和竞争力，提高消费品供给的质量和吸引力。消费品的生产必须适应劳

动力再生产所需的生活资料平均范围的不断扩展和质量提升的需要，否则居民潜在消费需求就难以转

为现实国内消费需求，开放条件下国内的潜在消费需求会外溢到国外，转化为国际市场的现实消费需

求，造成消费品购买力的国际转移，从而挤压国内消费需求增长的空间，甚至造成国内消费需求的萎缩。
因此，启动和引导国内消费需求，需要加强消费品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建设，增强其消费品生产的适应

性、创新性和升级换代的能力，不断提高消费品供给的质量和有效供给能力。现在，个性化、多样化消费
逐渐成为趋势，对质量好、服务好的产品需求增大，消费增长的潜力巨大，我国消费品生产与需求失衡的
矛盾十分突出。激活消费潜力的关键在于启动适应性的高质量消费品生产，用高质量的供给去启动、创
造消费需求，拓展消费增长的空间。
三是，完善社会保障，促进社会范围内劳动力的正常再生产。社会保障不仅有助于控制和缩小社会

收入差距，而且有助于降低居民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面临的经济不确定性和风险，为劳动力正常生产、
再生产提供生活和收入保障，降低居民强制性储蓄的意愿，释放城乡居民的消费潜力。随着我国经济发
展水平的提高，应不断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修补城乡居民社会保障这一安全阀上的漏洞，减少城乡

居民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后顾之忧，进而减少因此形成的强制性储蓄，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和社
会范围内劳动力再生产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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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olitical Economic Analysis of Consumption and Savings
———Collaterally Study on Chinas Consumption － Savings Policy

Chen Xiang － guang
( School of Economics，Ｒ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Abstract: The prevailing consumption － savings theory attributes the determinants of consumption and sav-
ings only to income． However，whether it is absolute income determinism，relative income determinism or per-
sistent income determinism，it ignores the basic fact that consumption is also the reproduction of labor force．
Since the reproduction of labor force is not considered，and the decision of consumption and savings is regar-
ded as irrelevant to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hese theories to reality is underesti-
mated． Different from western economics，Marxist economics holds that consumption is an important link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reproduction，and consumption is also the important process of labor force reproduction．
Therefore，it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labor force to explain the decision of
consumption and saving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usehold consumption and savings
and labor force reprod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conomy，gives a new explanation for the decision
and change of household consumption savings，and analyzes the distortion of household consumption and sav-
ings behavior caused by the excessive growth of labor force reproduction costs in light of Chinas reality，dis-
cusses the policy to eliminate this distortion，and guide a reasonable consumption and savings．

Key words: Income; Consumption; Savings; Labor Force Ｒe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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